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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谎者的无意识加工对谎言识别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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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谎言识别研究中, 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就是人们在意识层面上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仅仅略高于随机水

平。于是, 大量的研究转而考察无意识加工对谎言识别的影响。本文从测谎者的角度出发, 考察测谎者的无意

识加工是否可以提高其谎言识别的正确率。本文梳理了关于无意识谎言识别的理论建构, 总结了无意识谎言

识别的实证研究, 从无意识的信息接收、信息接收后的无意识思维以及无意识判断决策三个方面详细介绍了

近年来的重要的成果和主要的争议。针对目前研究的困境, 本文提出未来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理论建构、交

互式谎言情境、线索加工匹配效应、测试生理和脑激活指标以及无意识谎言识别的应用等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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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说谎被认为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日

常生活中的说谎行为却非常普遍(张亭玉, 张雨青, 

2008; Reinhard, Greifeneder, & Scharmach, 2013)。

有研究指出, 人们与亲密朋友的所有社会互动中, 

谎言的比例占到 34%, 并且人们认为“说谎是日常

生活的常态” (DePaulo & Kashy, 1998), 有研究者

发现, 81%的被试承认自己在求职面试中至少说

谎一次(Weiss & Feldman, 2006)。尽管有时候谎言

是较为微弱或亲社会的, 也许不会产生严重的负

面结果(ten Brinke, Stimson, & Carney, 2014), 但是

有时候谎言会破坏生活中建立的来之不易的信任

(Ekman, 1992)。因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中, 有效地识别谎言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避

免潜在危险, 而且还能够帮助我们察觉他人的真

正需求, 从而更好地感同身受、帮助他人, 同时对

人际交往和司法安防领域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梁

静 等, 2014)。 

尽管识别谎言对于人们至关重要, 但人们识

别谎言的正确率却并不理想 (Bond & DePaulo, 

2006; 吴嵩, 金盛华, 蔡頠, 李绍颛, 2012)。相关

的研究和元分析发现,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执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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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者, 其识别谎言的正确率都相当低, 平均约为

54%, 仅略微高于随机水平 50% (Bond & DePaulo, 

2006; Hartwig & Bond, 2011; Vrij, Fisher, & Blank, 

2015), 甚至有时等于或低于随机水平(Wu, Cai, & 

Jin, 2015; Wu, Cai, Zhang, Liu, & Jin, in press)。相

比于外行 , 专家(例如 , 警察和法官)在识别虚假

信息上也并没显著优于普通人群(Bond & DePaulo, 

2006; Masip, Alonso, Herrero, & Garrido, 2016), 

并且不同个体之间在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上差异也

非常小(Bond & DePaulo, 2008)。类似地, 在对 108

份关于谎言识别文献的元分析中, 有研究者发现

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与教育、性别、年龄和自信程

度等变量之间都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Aamondt & 

Custer, 2006)。 

由于以往关于谎言识别的研究大部分是在意

识层面进行的, 其糟糕的正确率可能表明意识加

工并不适合用来识别谎言。研究者逐渐开始探讨

无意识加工在谎言识别中的作用, 并且形成了两

种研究方向。一方面是从说谎者的角度进行研究, 

试图探讨人们在说谎时是否会无意识地表现出某

些特定的行为或生理线索, 以作为谎言识别的依

据 , 例如对于微表情(申寻兵 , 隋华杰 , 傅小兰 , 

2017)和多导生理技术的使用 (郭晓娟 , 苏彦捷 , 

2000)。而另一方面是从测谎者的角度出发, 试图

探讨测谎者通过自己的无意识加工是否能够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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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的识别谎言的正确率。本文主要关注于第二

方面的内容, 即测谎者的无意识加工对谎言识别

的影响。 

研究者认为测谎者使用意识加工难以正确识

别谎言主要是由四种原因导致：一是说谎者所表

现出来的可供识别的线索太少了; 其次是人类意

识加工能力非常有限, 难以短时间内处理大量信

息; 再次, 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了大量关于谎

言线索的错误信念, 而这些信念会导致人们做出

错误的判断; 最后, 人们在意识层面进行谎言识

别时, 很容易使用自上而下的加工方式, 从而很容

易受到先入为主的偏见和刻板印象的影响(Reinhard 

et al., 2013)。然而, 在谎言识别中, 测谎者意识加

工的这些局限在无意识加工中很容易就能得到弥

补, 而确实也有许多研究者对测谎者无意识加工

在谎言识别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例如 , 

有研究者发现, 相比于以一种缓慢的和谨慎的方

式来识别谎言, 以一种迅速的和自动化的方式来

进行判断 , 识别谎言的效果会更好 (Albrechtsen, 

Meissner, & Susa, 2009; DePaulo et al., 2003); ten 

Brinke 等人(2014)也认为, 当意识思维受损或是

被剥夺时, 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将会提高。 

从测谎者的角度看来, 根据无意识发生作用

的时间或方式的不同 , 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研

究：无意识信息接收、信息接收后的无意识思维

以及无意识判断决策。无意识的信息接收则是指

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 使用阈下刺激或分心任务

的方法, 使被试尽可能在无意识层面上接受信息

内容; 信息接收后的无意识思维是指在被试完全

接收信息后, 进行数分钟无关的分心任务, 从而

考察这数分钟的无意识思维对谎言识别正确率的

影响; 而无意识判断决策是指使用间接测量或内

隐测量的方法来评价被试对信息的无意识判断和

决策。虽然关于无意识加工在谎言识别中的作用

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也存在较大的争议, 

本文即是想通过总结相关研究, 明确主要的争议

内容, 并提出未来研究的方向和急需解决的重要

问题。 

1  无意识谎言识别的理论基础 

1.1  双加工理论 

心理学研究者们提出过许多类似双加工或双

模型的理论, 而其中以精加工似然模型(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 ELM)和启发式系统模型(heuristic- 

systematic model, HSM)两种理论影响最为深远, 

也被应用于谎言识别的研究之中(Reinhard, 2010; 

Reinhard & Sporer, 2008; 吴嵩 , 蔡頠 , 孙嘉卿 , 

章哲明, 金盛华, 2012)。这两种理论都认为人类在

信息加工中具有两种不同的途径, 只是对两者的

命名各不相同, ELM 称之为中心路径(central route)

和外周路径(peripheral route), 而 HSM 称之为系统

加工(systematic processing)和启发式加工(heuristic 

processing)。中心路径或系统加工是需要动机和认

知努力的控制化加工 , 更多的与意识加工有关 , 

其加工的对象不仅包括与当前事件直接相关的信

息内容, 还包括部分外周信息, 充分利用分析、综

合和推理等多种意识加工来进行决策判断; 外周

路径或启发式加工是无需认知努力的自动化加工, 

更多的与无意识加工有关, 其加工的对象仅仅是

与当前事件无直接相关的外周信息, 通过以往证

据和结果同时出现的频率来进行决策判断, 较少

依赖意识层面的分析和思考。双加工理论认为在

进行谎言识别时, 如果被试具有较高的动机和认

知资源时, 倾向于选择控制化加工, 而反之则倾

向于选择自动化加工, 两种加工在使用的行为线

索和判断的正确性上存在显著差异, 但并没有直

接提出在谎言识别中, 哪种加工更具有优势(吴嵩 

等, 2012)。 

1.2  无意识思维理论 

无意识思维理论(Unconscious thought theory, 

UTT)认为大部分的决断和决策都是在无意识加

工层面形成的 , 并且无意识思维在复杂的问题 

解决和信息处理判断上具有优势(Dijksterhuis & 

Nordgren, 2006)。UTT 区分了思维的两种类型：

意识思维和无意识思维。意识思维是指与目标或

任务相关的认知或情感性思维加工过程, 它发生

在当个体将注意力集中于目标或任务时; 而无意

识思维则是指当注意指向其他无关对象时所发生

的与目标或任务相关的认知性或情感性思维过程, 

它发生在当个体的意识思维由其他任务或目标所

支配时(Dijksterhuis & Nordgren, 2006)。研究发现

在人们解决复杂问题时, 相比于通过有意识思维

或马上做出决策, 通过一定时间的无意识思维所

做出的决策质量和判断的准确率都能得到一定的

提高(Dijksterhuis, Bos, Nordgren, & van Baaren, 

2006)。我国已有学者对无意识思维的优势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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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总结(李建升, 王丹, 沈模卫, 2016)。在信

息的容量上, 无意识思维能够整合远远大于意识

思维容量的信息线索, 并且能够处理一些容易被

意识思维忽视的不明显的线索。在信息的权衡上, 

无意识思维能够对整合到的大量信息进行筛选 , 

选出有用的信息并会对信息的属性做出最佳的判

断, 但是意识思维则难以形成这种判断。  

UTT 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决策、印象形成、态

度形成和改变、问题解决以及创造力等领域

(Dijksterhuis & Nordgren, 2006)。比如, 无意识加工

能够促进对创造性问题的解决(Yang, Chattopadhyay, 

Zhang, & Dahl, 2012; Zhong, Dijksterhuis, & Galinsky, 

2008), 能够在人员选拔中做出更优的选择(Messner, 

Wäenke, & Weibel, 2011), 能够做出更公正、更令

人信服的判断(Ham, van den Bos, & van Doorn, 

2009), 能够依据各段落信息的整体特征来整合分

段信息(Li et al., 2014), 能够提高对足球比赛结果

预测的准确性(Ham et al., 2009), 更易说服他人

(Handley & Runnion, 2011)。随着 UTT 被广泛应

用于心理学的其他领域 , 很多研究者也相继将

UTT 应用于谎言识别中, 以期待能显著提高谎言

识别的正确率。 

1.3  进化心理学解释与临界点模型 

进化心理学认为在人类的发展和自然选择过

程中, 已经进化出了较为成熟的说谎和测谎的心

理机制, 因为这些机制不仅能够帮助个体更好地

获取食物、吸引配偶, 也能够帮助个体避免在互

惠中被骗, 从而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和繁衍。例

如, 有研究发现灵长目动物已经能够通过较为成

熟的方式来进行欺骗和应对欺骗(Byrne & Corp, 

2004; Wheeler, 2010)。而进化心理认为, 人类进化

出的心理机制都是应对一定的适应性问题的, 因

此在收益与代价的结构和本能反应中会发挥更多

的作用(Buss, 2008)。据此, 在进化心理学解释的

基础之上, 临界点模型(the tipping point framework)

进一步认为, 当人们在面对疑似谎言信息时, 决

策判断是会考虑两种代价, 一是错误地将事实判

断为谎言可能导致自己名誉或与他人的关系受损

(社会代价, social cost), 一是错误地相信谎言有

可能导致自己在人身财产方面受到侵害(被骗代

价, failed detection cost), 社会代价实际上是虚报

代价, 而被骗代价实际上是漏报代价(ten Brinke, 

Vohs, & Carney, 2016)。无论是后果严重还是无伤

大雅的谎言都存在这两种代价, 只是两种代价的

相对大小存在差异, 在这两种代价力量的交织下, 

人们会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倾向, 从而做出最有

利的判断(ten Brinke et al., 2016)。临界点模型认为, 

总体上无意识加工比意识加工对谎言信息更为敏

感 , 因为无意识加工较少受上述反应偏向的影

响。而具体来说, 如果社会代价远大于被骗代价, 

人们在意识层面上不愿意进行正确的判断, 更愿

意相信他人, 因此以往许多研究都发现人们在意

识层面更容易认为对方是诚实而非说谎(Street & 

Kingstone, 2017; Street & Masip, 2015)。而相反, 

零界点模型认为在无意识层面, 人们会对疑似谎

言进行加工, 并做出正确的识别。在这种情况下, 

降低意识加工水平, 或使用无意识测量方法能够

提高识别谎言的正确率。相反, 当社会代价远小

于被骗代价时, 人们会倾向于做出更为正确的判

断而抛弃反应偏向, 因此, 此时意识加工的谎言

识别正确率会有一定的提高。总之, 临界点模型

认为人们在无意识层面能够很好地识别谎言, 而

只有当社会代价远小于被骗代价时, 人们在意识

层面才能够较好地识别谎言, 在社会代价和被骗

代价的权重此消彼长的变化中, 存在一个临界点, 

决定了意识加工究竟是会提高还是降低识别谎言

的正确率。因此, 想要提高识别谎言的正确率, 一

是可以通过阻碍人们的意识加工、迫使人们更多

地使用无意识加工, 二是可以采用间接或内隐的

测量方法, 三是提高被骗代价并降低社会代价。 

1.4  理论总结 

上述四种理论是无意识谎言识别领域最常被

提及的理论, 尽管每个理论都对谎言识别中的无

意识加工做出了解释, 但每个理论各自的侧重点

却存在差异。双加工理论是一个较为宏观上层的

理论, 区分了两种加工方式, 并从动机和认知资

源来解释人们何时会使用何种加工方式, 其更多

地是为无意识谎言识别提供了本质上的理论基础, 

但其对于具体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指导意义有限。

而无意识思维理论则更为详细的阐述了分心任务

或干扰任务之后的一段无意识思维过程对认知决

策的影响, 相比于双加工理论, 无意识思维理论

更加聚焦 , 但其依然关注的是广泛的认知活动 , 

而非谎言识别这一特定领域, 因此也较难依据其

提出一些更加精细的假设。相比于上述两种理论, 

进化心理解释和临界点模型则更为具体, 但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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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区别。进化心理学解释更多的是解释为什

么人们应该具有更高的识别正确率, 其在进化过

程中的机制和生物学的基础是怎样, 更多的是解

释“为什么”的问题。而临界点模型则是直接在谎

言识别研究基础上提出的领域性的具体理论, 主

要是从社会代价和被骗代价两者之间的权重来解

释意识和无意识加工对谎言识别的影响, 其主要

优势是提出了何时无意识谎言识别比意识谎言识

别更好, 何时意识层面的识别正确率能够得到提

高, 并且形成了非常具体的假设。尽管如此, 临界

点模型依然存在局限, 首先, 社会代价和被骗代

价很难测量出具体的数值, 实验中更多的是在程

度上改变某种代价, 然后看是否对无意识加工产

生了影响, 但并不能说明操纵后社会代价和被骗

代价究竟谁更高, 也就很难真正直接验证临界点

模型的假设, 只能表明随着某种代价的变化, 无

意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其次, 临界点模型没有

对不同加工所处理的不同谎言线索进行解释, 而

所使用的材料会极大的影响识别谎言的正确率 , 

如果不对谎言线索进行分类、界定或假设, 则容

易导致难以解释不同研究所得到的不一致的结果, 

这也是目前谎言识别领域所面对的重要的难题。 

由于上述理论侧重点有所不同, 因此在进行

具体研究时, 研究者也会选择相对有利的理论来

进行解释。从无意识加工的时间顺序上划分, 相

关研究可以分为：无意识的信息接收、信息接收

后的无意识思维、以及无意识判断决策三个方面。

其中 , 无意识的信息接收主要基于双加工理论 , 

信息接收后的无意识思维主要基于无意识思维理

论, 而无意识判断决策主要基于进化心理和临界

点模型。本文将从上述三方方面分别总结相关研

究结果并分析存在的问题。 

2  无意识的信息接收 

无意识的信息接收是指在信息传递的过程中, 

使用阈下刺激或分心任务, 或者降低被试的动机

水平, 让被试尽可能减少意识层面对信息接收加

工, 从而考察无意识的信息接收加工是否会使得

任务表现得到显著的提高。 

根据双加工理论, 如果被试动机较低, 其所

愿意付出的认知努力也较低, 从而其意识加工水

平相比于高动机的被试也会较低, 反而更多地使

用无意识加工来处理信息。在谎言识别领域中 , 

动机一般使用金钱刺激来操纵, 高动机是将被试

的报酬与正确率挂钩 , 正确率越高则报酬越高 , 

而低动机则是使报酬与正确率无关。以往的研究

发现, 如果在观看视频后立即让被试进行谎言识

别, 高动机的被试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会显著低于

低动机被试, 这表明低动机所带来的更多的无意

识信息接收可能会提高谎言识别的正确率(Forrest 

& Feldman, 2000; Porter, McCabe, Woodworth, & 

Peace, 2007)。 

另外有研究者进行了更为直接的研究。

Albrechtsen 等人(2009)在他们的实验 1 中, 发现

仅仅观看 5s 视频的被试, 其区分谎言和事实的正

确率指标不仅显著高于随机水平, 还显著高于观

看完整视频的被试, 并且观看完整视频的被试的

正确率与随机水平没有显著差异。尽管其实验 1

更多的是说明越多的意识加工可能会导致更差的

正确率, 但也间接暗示无意识加工可能更具有优

势。于是, 在他们的实验 2 中, 引入了同时任务组, 

即被试在观看视频材料的同时进行一项分心的记

忆任务, 其结果发现同时任务组被试区分谎言和

事实的正确率指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和控制组被

试, 清楚地表明, 无意识加工比意识加工在谎言

识别上更具有优势。另一项类似的研究, 让被试

在观看视频材料的同时进行计算任务, 结果也发

现分心任务下被试区分谎言和事实的正确率(53%)

显著的高于控制条件下的被试(47%) (Feeley & 

Young, 2000)。 

然而, 也有研究发现了相反的结果。有研究

者发现, 同样是操纵被试的动机水平, 但如果将

视频谎言材料改成音频谎言材料, 排除掉视觉信

息后, 高动机被试反而比低动机被试具有更高的

识别谎言正确率, 该结果同样表明无意识加工在

不同情境下很容易出现不一致的效应(Wu et al., 

2015)。 

双加工虽然能很好地解释不同情境下人们更

倾向于使用何种加工, 但却无法解释上述动机的

不一致作用, 本文认为加工材料与加工类型一样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双加工理论仅仅从加工

类型出发, 没有对材料进行界定和区分, 导致了

理论解释上的局限, 很有可能不同加工类型对应

不同的信息类型, 只有同时考虑加工类型与信息

类型才能很好地解释目前的矛盾结果。例如, 无

意识加工可能对视觉形象信息更为敏感, 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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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可能对语言抽象信息更为敏感。 

3  信息接受后的无意识思维 

信息接受后的无意识思维是在无意识思维理

论的基础之上, 直接考察无意识加工对谎言识别

的影响, 其核心思路是考察在信息接受后的一段

时间内的无意识思维是否会显著地提高识别谎言

的正确率。这一方面最直接的证据来自 Reinhard

等人(2013)的 5 个实验研究, 他们将被试随机分

配到无意识思维组和控制组中。其中, 控制组被

试采用常规谎言识别的范式, 被试需要看若干段

视频, 看完每段视频后, 被试都要判断视频中的

人物是在说谎还是说真话; 而无意识思维组被试

只有在看完所有视频后才被告知要进行谎言识别

的任务, 并且在正式判断之前, 首先要进行 3 分

钟的词语搜索任务(分心任务), 然后才对每段视

频材料中的人物是在说谎或是说真话做出判断。

在实验 1 至实验 3 中, 研究者分别使用 3 种不同

类型谎言材料(对实习经历说谎、对电影的喜好说

谎、以及对模拟的盗窃行为说谎), 其结果表现出

惊人的一致性, 无意识思维组被试的谎言识别正

确率显著地高于控制组, 并且其正确率的提升比

例分别为 13.13%、13.94%和 29.17%; 在所有的 5

个实验中 , 无意识思维组的最高正确率高达

77.78%, 甚至无意识思维组的正确率比被试进行

3 分钟对视频材料地仔细思考后的正确率还要高。

纵观实验结果, 无论是无意识思维所提高的正确

率比例, 还是其自身的正确率水平, 都比以往所

发现的平均 54%的正确率高出不少。此外, 研究

者在实验 4 中还进一步发现, 如果在分心任务前

不告诉被试要进行谎言识别的任务, 那么分心任

务对于最后的谎言识别就没有显著性的影响, 从

而表明是无意识思维而非简单的分心任务提高了

识别谎言的正确率。最后, 在实验 5 中, 研究者还

进一步发现无意识思维对谎言识别正确率的提升

作用主要是通过为对非言语行为线索(例如姿势

变换)和副语言线索(例如声音的紧张度)的正确识

别来实现的。 

尽管上述 5 个实验取得了非常一致的结果, 

但也引起了研究者们的质疑, 其中最为直接的反

对来自于其他研究者对其研究的重复。Moi 和

Shanks (2015)在 Reinhard 等人的实验结果的基础

上对其实验 1 和实验 2 进行了重复验证, 仅仅改

变谎言材料(对旅游经历说谎), 并将每组被试人

数增加到 30 人以上, 其余实验流程与 Reinhard 等

人的实验 1、2 一致。但是 Moi 等人的实验却未能

复制前人的结果, 发现无意识思维组被试的谎言

识别的正确率与其他组并没有显著性的差异。鉴

于 Reinhard 等人在其实验 5 中发现人们是借助一

些具体的线索使得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得以显著提

高, Moi 等人改变了谎言材料的细节部分(例如, 

让说谎者表现出更多的姿态变化和声音的停顿 , 

同时避免表现出愉悦感, 而让说真话者则表现出

更多的愉悦感, 同时避免过多的姿态变化以及沉

默状态)。尽管实验结果发现所有处理条件下的被

试在谎言识别的准确率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 , 

但是并未发现无意识思维组被试的谎言识别正确

率显著地高于其他组。 

Reinhard 等(2013)、Moi 和 Shanks (2015)在实

验中使用非常类似的实验材料和程序, 仅存在微

小的差别, 这些差别可能是不一致结果的原因。

首先, 两篇研究所使用的材料内容不同。材料是

被试进行谎言识别的基础, 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被

试判断的正确率, 如果不同的加工方式只有对特

定信息敏感, 那么材料就可能是影响加工有效性

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然而, 目前关于无意识谎言

识别的研究并没有给予材料更多的关注, 不仅理

论建构上没有考量材料的影响, 在实践中也较少

披露材料的具体内容, 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不

同研究之间的比较。其次, 两者在实验中所使用

视频材料的时间长短有一定差异, Moi 和 Shanks 

(2015)使用的视频材料的时间 (平均 99 s)短于

Reinhard 等人(2013)的实验 1 材料的时间(平均

228 s), 但长于实验 2 和 4 材料的时间(M = 30 s)。

材料的时间长短对谎言识别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 

较长的视频材料虽然会包含更多的信息, 可能会

有更多有效的识别谎言的信息, 但较长的材料也

会使个体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深入的意识思考, 从

而影响最终的结果。而较短的材料虽然包含信息

更少, 但呈现时间相对较短更有利于诱发无意识

思维效应(Strick et al., 2011)。鉴于目前并没有研

究对无意识谎言识别中材料呈现的时间进行系统

的探讨, 我们难以下更确切的结论, 但这一变量

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的控制。再次 , 

Reinhard 等人(2013)的实验中被试数量过少(每个

处理低于 30 人), 而 Moi 和 Shanks (2015)是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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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进行的实验, 这些都可能导致结果的不稳定, 

未来需要更多的严格控制的重复性实验来进行区

分。 

除了上述可能的原因解释外, 这两项结果矛

盾的研究再一次表明了无意识思维的复杂性和不

稳定性。实际上, 大量关于无意思思维的重复实

验都表明由无意识思维产生的结果是难以预测、

重复和控制的(Nieuwenstein et al., 2015)。并且, 

在信息接收后通过分心任务转移被试的注意力 , 

使被试对之前呈现的信息进行无意识思考, 但是

我们也并不能排除在这段分心任务中也有意识思

维对之前呈现的信息进行加工的可能性, 即我们

很难完全区分无意识和意识加工的作用, 也不能

清楚地描述出无意识加工在其中所占的比重。 

4  无意识的判断决策 

由于临界点模型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包括实

验室情境), 被试所感知到的社会代价高于被骗代

价, 在意识层面存在较大的选择偏向, 因此使用

无意识判断决策可能会取得比意识判断决策更高

的正确率(ten Brinke et al., 2016)。无意识判断决策

是考察采用一种间接的判断方式来评价被试对信

息的无意识判断和决策是否会使得任务表现得到

显著的提高。在谎言识别的研究领域, 此类研究

可以分成两种类别：间接测量和内隐测量。 

4.1  间接测量 

间接测量是指不直接询问被试信息传递者是

否在说谎, 而是让被试评价信息传递者的其他信

息(如内容一致性程度、紧张程度、信任程度等), 

通过分析这些间接问题的评分来确认被试对信息

传递者是否说谎的判断(DePaulo & Morris, 2004)。

临界点模型认为, 由于不直接让被试进行谎言识

别, 因此社会代价相对较小, 有利于做出更正确

的判断(ten Brinke et al., 2016)。例如, 有研究者发

现, 被试所评价的相对间接的测量指标(如描述矛

盾性、情绪)能够比相对直接的测量指标(如欺骗性)

更好地预测谎言 (DePaulo, Rosenthal, Green, & 

Rosenkrantz, 1982)。此外, van't Veer, Gallucci, Stel

和 van Beest (2015)将间接测量中的问题换为对视

频中人物的喜好程度和信任程度的评价, 其结果

发现, 被试对说谎者的喜好程度和信任程度的评

价都显著低于诚实者, 说明间接测量在区分谎言

和真相上具有一定的意义。van't Veer 等人(2015)

还发现虽然直接判断的正确率(57.42%)显著高于

随机水平 50%, 但是在控制间接测量的基础上 , 

直接判断的正确率与随机水平之间就没有了显著

性差异, 由于直接判断是在间接测量之后, 据此

结果可以推测直接判断的正确率可能是受到了间

接测量的影响。 

虽然以上结果都发现间接测量可能比直接判

断更为可靠, 但也有研究者发现了较为矛盾的结

果, 并不是所有的间接测量方式都会使得谎言识

别的正确率得以提高(Street & Vadillo, 2016)。例

如, 一些研究发现, 当实验者让被试评价的线索

是有助于谎言识别 (例如 , 描述是否自相矛盾 ), 

则采用间接的方式会使得谎言识别的准确率得以

提高(DePaulo et al., 2003), 但是当实验者让被试

评价的线索信息不能作为谎言识别的有效线索时

(例如 , 是否掩饰面部), 被试采用直接的判断方

式会使得谎言的准确率得以提高(Street & Vadillo, 

2016)。这些结果表明, 间接测量是否有效, 主要

取决于研究者选择哪些间接线索来进行评估。这

与临界点模型的假设相符, 虽然人们在间接判断

上更为客观, 但也需要这些间接指标对谎言有较

高的预测作用才行, 否则间接测量也可能导致更

差的正确率。 

然而, 本文认为在无意识谎言识别研究领域

中, 间接测量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其能否有效地区

分谎言和事实 , 而是其是否属于无意识判断范

畴。在谎言识别的间接测量中, 人们评估自己主

观认为可能是有效识别谎言的间接线索, 然后计

算多个间接线索的总分来区分谎言和事实, 在整

个过程中, 不论是线索的选择、评估还是总分的

计算, 都是借助意识加工进行的, 而并不是被试

无意识判断的结果, 这种间接测量的判断决策使

得谎言识别的正确率提高很难完全归结于无意识

加工。如果被试判断谎言的正确率是由于专注于

是否为识别谎言的有效线索而不是借助于无意识

加工过程, 则不能认这种间接判断是属于无意识

范畴。同时, 虽然间接测量的研究结果符合临界

点模型的推论, 即社会代价变小可以提高识别谎

言的正确率, 但其中并没有涉及无意识, 无意识

加工也难以解释为何这种间接的判断决策会使得

谎言识别的准确率更高或更低, 更不能解释这种

决策方式在何种条件下会使得谎言识别的准确率

得以提高。因此, 间接测量更多是作为临界点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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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部分支持性证据而存在, 但却难以直接验证

临界点模型中关于无意识的论述。 

4.2  内隐测量 

内隐测量则是指利用一些内隐测量的工具

(如内隐联想测验, IAT)来考察被试对信息传递者

的内隐态度或谎言识别。为了考察无意识判断决

策对谎言识别的影响, ten Brinke 等人(2014)在实

验 1 中, 首先让被试直接判断当前呈现的视频材

料中是否有人说谎, 被试随后进行 IAT 测验, 即

将每个信息传递者的照片与谎言或事实相关的词

进行归类。其结果表明, 对于区分谎言和真话, 被

试在 IAT 中的效应值显著地高于直接判断中的 

效应值 , 这表明 IAT 的判断方式具有更多的优 

势。而在其实验 2 中, 研究者采用语义分辨任务

(semantic-classification task), 也取得了和实验 1

一致的结果。ten Brinke 等人(2014)的研究结果支

持了临界点模型的假设, 人们由于担心社会代价

的后果、在外显报告中所隐藏的真实态度, 在意

识难以控制的内隐测量中显露了出来, 从而带来

更高的识别谎言的正确率, 这一解释与传统的内

隐态度测量也是相一致的。 

然而, ten Brinke 等人的实验结果同样也引起

了其他研究者的质疑。其中有研究者将 ten Brinke

等人的结果与前人(Bond & DePaul, 2006)的元分

析结果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在元分析中采用直接

判断的方式正确区分谎言和真话的效应值为 0.42, 

而在 ten Brinke 等人的实验结果中, 采用内隐测

量的方式正确区分谎言和真话的效应值仅为 0.32, 

后者的值低于前者, 他们认为其结果表明在谎言

识别中, 反而是更多意识加工参与的直接判断比

内隐测量具有更多的优势(Levine & Bond, 2014)。

同时, 也有研究者认为在 ten Brinke 等人的实验

中, 由于内隐测量中反应时是连续数据, 直接测

量中两分判断是计数数据, 直接比较两者的效应

值是不恰当的, 而当将反应时数据转化为两分判

断的正确率时, 内隐测量的正确率并没有高于以

往研究发现的直接判断的平均正确率 54% (Franz 

& von Luxburg, 2015)。总之, 在谎言识别领域中

进行内隐测量的研究时, 所采取的计算方法(两分

数据统计或是连续数据统计)和所进行比较的意

识判断的正确率(单个实验结果或是元分析结果)

都有可能影响最终的结果, 因此未来需要研究者

共同设定较为统一的计算方法和比较标准。不过, 

这种极不稳定的结果也从侧面间接反映出内隐测

量所带来的正确率的提升非常有限, 因此才会极

易受到统计方法因素的影响。 

5  未来的研究展望 

5.1  理论的精细化 

以往的研究在解释无意识加工在谎言识别领

域中的作用时, 主要是借助双加工理论、无意识

思维理论和进化心理学解释, 然而这些理论是在

更广泛的认知和心理活动中提出, 而并非主要针

对谎言识别, 因此导致其在解释和指导相关研究

中存在较大不足。虽然临界点模型的提出在一定

程度上弥补了上述理论的不足, 但依然同样存在

一些问题。首先, 当前理论无法解释无意识究竟

加工了哪种谎言线索, 是情绪还是认知, 是语言

内容还是非言语动作, 不对这一核心问题作出解

释 , 就很难对实验材料进行有效的控制和选择 , 

也很难比较使用不同材料的结果。在谎言识别领

域, 研究者普遍使用自己录制的材料, 由于语言

因素相互之间缺少材料共享和细节比较, 而本文

所总结的大量关于无意识谎言识别的研究, 都是

使用了不同实验材料。如果能对无意识加工所处

理具体线索进行有效的区分和界定, 那么不同材

料的研究结果就能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比较, 从

而得出更有价值的结论。其次, 当前理论无法将

处于不同阶段的无意识加工作用整合在一起。本

文从信息接收过程、接收后的思维过程、以及判

断决策过程三个阶段对无意识谎言识别进行总结, 

虽然对不同阶段的无意识的研究都认为无意识能

够促进谎言识别, 却依赖于不同的理论解释, 这

无助于理解在谎言识别的完整过程中无意识所起

到的作用, 毕竟人们识别谎言的过程是包括信息

接收、信息接收后的思考、判断决策、决策后评

估和总结等一系列完整的步骤, 并且在实际判断

中这些阶段都是较为连续的过程, 缺少相应领域

内的特定理论, 会使未来的研究趋于碎片化而难

以获得实质突破。再次, 当前理论没有对谎言识

别中的无意识加工进行有效的定义和区分, 究竟

哪些属于无意识加工, 例如没有理论明确讨论间

接测量是否属于无意识加工, 也没有区分不同类

型的无意识加工, 这会导致无意识加工的概念和

外延不明确, 不利于未来的进一步研究。综上所

述, 未来急需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是在以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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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理论的基础上, 提出谎言识别领域内的有针对

性的亚理论, 构建完善且可靠的关于谎言识别中

无意识加工的理论基础和模型, 对无意识加工进

行明确定义和区分, 对无意识加工的具体内容进

行明确的假设和预测, 这样才能帮助相关研究更

加深入(Street & Vadillo, 2016)。 

5.2  探索交互式的谎言识别 

本文中所总结的关于无意识谎言识别的研究

基本都是采用传统的谎言识别研究范式, 即让被

试观看视频或文本然后判断, 不仅被试与说谎者

之间没有互动, 而且录制视频的实验者也没有采

用任何有效的策略来提高识别的可能性。这一  

传统范式由于较低的生态效度和正确率, 已经越

来越受到研究者的质疑, 研究者们转而提出应该

从人际互动的角度来研究谎言与识别 (Buller & 

Burgoon, 1996; 吴嵩 等, 2012)。试想, 在一个互

动式的谎言识别过程中, 无意识从一开始接收信

息到最后决策判断都会参与其中, 并且前一阶段

无意识的作用可能会对后一阶段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这种完整的无意识作用恰好是现在的研究所缺

少的。此外, 关于意识层面的谎言识别的研究, 也

越来越重视访谈策略的开发和应用, 提出认知取

向的谎言识别方法, 包括了增加说谎者的认知负

荷、策略性地使用证据等方法, 研究发现这些方

法能够显著提高识别谎言的正确率 (Vrij et al., 

2015; Vrij & Granhag, 2012)。换句话说, 这些方法

能够使说谎者表现出更多的有效的线索, 那么这

些线索对于无意识谎言识别会带来怎么样的结果

呢？如果无意识加工所使用的线索与意识加工一

致, 那么其正确率应该更高, 如果无意识加工使

用了独特的线索, 那么其正确率可能不变或者甚

至降低。而当前关于无意识谎言识别研究, 核心

点还是在正确率上, 对于无意识究竟使用怎样的

线索相对研究还较少, 因此, 如果无意识谎言识

别的研究整合上述最新的技术, 也许可以在一定

程度更好的对意识加工和无意识加工进行区分。 

5.3  线索加工匹配效应 

以往对于无意识谎言识别的研究发现了非常

不一致的结果, 一种很可能的解释是不同的研究

所使用的材料不一致, 而不同的加工可能只是对

于某种特定类型(而非全部)的信息具有优势。例如, 

以往研究发现, 使用视频材料时, 高动机会降低

正确率(Forrest & Feldman, 2000), 而使用音频材

料时, 高动机会提高正确率(Wu et al., 2015)。据此

本文认为可能存在相应的线索加工匹配效应, 即

不同的加工方式可能会对应不同类型线索, 当加

工方式与线索匹配时, 人们识别谎言的正确率会

高于不匹配时。更加具体而言, 视觉信息(非言语

动作)与无意识加工更加匹配, 而听觉信息(语言

内容)与意识加工更加匹配。其实 Reinhard 等人

(2013)的研究也发现无意识思维所使用的线索主

要是非言语动作和副语言线索(如音调等), 而非

语言内容线索。在谎言识别领域之外, 其他关于

无意识加工的研究也提供了类似的间接证据。有

研究者探讨了无意识加工对记忆的影响, 结果发

现在意识加工层面, 文字材料的记忆效果优于非

文字符号材料, 而在无意识加工层面, 非文字符

号材料的记忆效果优于文字材料(郭秀艳,2002)。

此外, 在人员选拨方面, 研究者发现相比于意识

加工, 无意识加工能够更好地处理外貌信息, 避

免受外貌影响而做出错误选择 (Messner et al., 

2011)。还有元分析研究发现, 同时呈现图片和语

言材料时无意识思维的效应显著大于单独呈现语

言材料(Strick et al., 2011)。这些证据表明无意识

加工不仅对形象的非语言信息更加敏感, 且能更

加恰当地处理这些信息 , 最终做出更为正确判

断。综上, 线索加工匹配效应认为非言语动作或

副语言信息更适合使用无意识加工, 而语言内容

更适合意识加工, 不过这一假设本身, 以及其是

否可以推广到更广泛的无意识加工领域还需要更

多的实证研究支持和理论上的深化。 

5.4  测试生理和脑激活指标 

除了本文中已经讨论过的无意识谎言识别研

究外, 近年来出现一种新的趋势, 试图通过测量

和分析测谎者的生理指标, 尤其是难以受意识控

制的生理变化指标来探讨识别谎言的可能性。这

一过程可以被看作是谎言识别中的决策判断阶段, 

其暗含的原理是 , 虽然考虑到社会代价的因素 , 

人们口头报告上由于的正确率较低, 但人们在面

对说谎者或诚实者时, 自身会有自发的不同的生

理反应的变化, 因此可以根据这些生理变化作为

测谎者真实判断的依据。例如 , van't Veer 等人

(2015)采用指尖体表温度作为指标进行了实验 , 

结果发现, 被试在观看说谎视频时, 其指尖体表

温度与观看诚实视频时存在显著的差异。虽然这

种测量方式是否属于无意识范畴还值得商榷,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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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确实与意识的口头直接报告不同, 也较难受意

识的控制, 因此其可以作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

探讨的方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就生理测量

的本质进行探讨, 也可以尝试引入更多的生理指

标或脑激活指标。 

5.5  应用研究 

无意识谎言识别的研究还面临一个不得不解

决的问题, 即是其研究成果是否可以在现实生活

中应用, 不仅包括应用的有效性问题, 也包括了

应用的伦理学问题。 

假定我们认为无意识加工在谎言识别中存在

显著优势, 设想在现实生活中, 法官和警察在识

别谎言中仅仅凭借直觉 , 阻止或减少意识加工 , 

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程序公平等问题是不可估量

的(Franz & von Luxburg, 2015)。或许我们能够提

高谎言识别的准确率, 但是提高的路径可能不是

通过无意识加工, 而是通过有效的推理过程和仔

细地倾听有效的信息, 这些过程都是对信息进行

的意识加工, 而非主要进行无意识加工(Levine & 

Bond, 2014)。同时, 有研究者认为, 在实验室之外, 

大多数谎言的识别是通过比较所呈现的证据或辨

别陈述词的真实性, 并且这些过程绝大部分是通

过意识加工得以实现的(Park, Levine, McCornack, 

Morrison, & Ferrara, 2002)。在现实生活中, 人们

在识别谎言的时候大部分是集中精力, 仔细寻找

关键、有效、客观的线索, 获得第三方提供的信

息, 并且尽量减少额外信息的干扰, 最为重要的

是这些过程必须由意识加工起主导和关键作用

(ten Brinke et al., 2016)。 

一个可能的方法是将无意识的研究成果整合

到意识的识别程序中去, 让无意识协助意识做出

良好的判断, 最终的判断依赖于意识, 但恰当的

设置又可以使无意识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在提高

识别正确率的同时, 又不违反法律、规范或公平

等基本准则。因此, 未来关于无意识谎言识别应

用的研究应该重点着眼于如何将意识和无意识的

优势进行整合, 设置一整套标准有效的识别谎言

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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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detectors’ unconscious process on deception detection 

MEI Hongyu; WU Song 
(College of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518000, China) 

Abstrac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ndings on deception detection is that the accuracy rate is just slightly 

higher than the random level. Therefore, a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ve paid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unconscious processing on deception detectio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ories and empirical studies on 

unconscious deception detection. We presented three aspects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unconscious reception 

of information, unconscious thinking, and unconscious judgment. In view of the current findings, we proposed 

five approaches to studying unconscious processing in deception detection: proposing specific theories, 

exploring interactive deception situations, studying the cue-processing matching effect, examining effective 

physiological and brain activation indicators, and applying unconscious deception detection. 

Key words: unconscious process; deception detection; dual process; unconscious thought theory; cue-processing 

matching effect 

 


